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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

经君健

一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可以以其是否承担政府经济任务（主要

指中盐和经手政府汇兑业务）分为两大类：姑名之为“官商（”或“大

商”）和“民商（”或“小商”）。两类商人的性质迥异。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中的“民商（”或“小商”）是同时为城乡小商

品生产者、城市居民和地主、官僚服务的，换言之，他们既为生产者

服务，也为消费者服务。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中的“官商（”或“大商”）除具有与“民商”相

同的职能之外，其主要特征是，国家把他们当作施行财政政策和边

饷供应的一种工具。

二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资本的利润实现方式是贱买贵卖，其前

提是不等价交换，其条件是地区差价和垄断价格的存在，其所得利



第 2 页

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

从历史广角析晋商

晋商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河东盐商的兴衰

明清时期北方边境贸易与晋商的兴衰

晋商是最早的期货经纪人

明清时代榆次商人的外向型特色

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

晋中商人的外贸思路及借鉴

山西商人信件述略



第 3 页

润的来源不是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而是最终来自小生产者，直接

表现为剥削一切与之发生经济关系的对象：小生产者、消费者、债

务人，乃至包括官僚和政府（财政）。

明清山西商人的存在条件反映了小商品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

发展，但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当低下；也反映了全国性的生产力地区

性不平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存在。

山西商人在全国相当大的范围内，沟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

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诸如粮、棉、盐、铁、木等最为重要的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运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人户外

出经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山西某些州县人多地少的矛盾，减轻

了因地瘠而民贫的现象。

明清山西官商（或“大商”）的存在说明，明清政府的行政管理

能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它们善于利用经济政策杠杆去动员民间

力量为其所用，以满足军事上的物质供应和饷源及财政上的需要。

三

从整体上看，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资本的运转方式和它本身

的经营方式，都与地主制经济的结构是完全协调的。他们是商品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 商品一货币”的活动

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

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

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

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

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无论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有多么

巨大的发展，也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干；相反，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

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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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资本只是在传统的流通领域中起中介作

用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它与产业资本无关；一旦现代产业资本

产生和发展，原来意义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人资本的性质就逐渐发

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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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广角析晋商

赵荣达

近年来，晋商这一历史课题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

注，大量论文专著的发表，初步廓清了晋商活动的基本脉络和成功

之道，也给当今经济发展诸多启示。但是，综观晋商这一历史现象，

仍有一些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明清之际，全国商品经济普遍发

展，十大商帮逐鹿神州，山西既不是全国经济最繁盛之区，也非平

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何以晋商独占鳌头，称雄全国呢？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快速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

渊，山西票号为何恰恰这个时期由小到大，发展成为全国金融执牛

耳者，创造了经济史上少有的辉煌？可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后，晋

商这支劲旅却猝然衰亡，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去得那样神速悲

凉，这又是为什么？要寻求比较客观真实的答案，须从全国经济史、

金融史、商业史的角度审视、思考和探索。

一、晋商的发展轨迹

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山西商业发展状况的文献，当属《国语

晋语》。这是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的一部史籍，它对晋国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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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概括。

从战国直至元代前，很难找到明确叙述晋商的史料。一些现代

人的文章、著作曾点到过这段历史时期山西出现过的几处商业城

市的名字，但找不到有关商业发展程度的古代文献作依据。

元代山西商业发展情况，《马可 波罗游记》有一段明确记载：

“离开太原府，再西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

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

巨额的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府，

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艺工人。这里盛产丝。”这一段描写说明

太原到临汾的汾河谷地，元代商业比较繁荣。不过，马可 波罗把

方位搞错了。平阳在太原之南，而不是西。至于平阳盛产丝，也还

不多见记载。这篇游记反映的山西商业资料还是珍贵的，可供我们

研究晋商时参考。

到了明代，山西商业发展情况，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文献记

载，大都散见于明人的笔记、小说、文稿中，不过，反映明初情况的

并不多见，大都集中在嘉靖、万历年间。如：

明嘉靖进士张瀚在《松窗梦语 中说“：河以北为山西⋯⋯所辖

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独近寒薄，地狭人

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盛，商贾争趋。”

明隆庆二 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年（公元

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

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万历人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

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

盛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从山西商人经营地域看，南方商品经济繁荣区都有他们的足

迹。明万历举人宋应星在其《野议 盐政议》中披露扬州商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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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

年）成书于清康熙十年（公元 ，但专记明末史事的《明季

北略》中，作者记述说“：湖北云梦，城内多山西商贾。”

此外，我们从明人文献中还可查获嘉靖、万历年间一些山西名

商的有关资料，如王文显、王海锋、张四教、范世逵、展玉泉、杨继

美、李明性等。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更实际地反映出明中后期晋商的

兴盛情况。

进入清代，综合反映晋商概况的史料日渐增多。首先，出现在

官方文献中：

《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有仁向皇

帝进言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

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矣。”

《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二十 年）二月上谕中八年（公元

言“：夙闻之，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

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

年）五月九日，大《雍正朱批谕旨》载，雍正二年（公元 臣

刘于义奏疏中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

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于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

试。”三天之后，雍正帝朱批回复云“：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

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另雍正八

年（公元 年）二月十二日，大臣石麟的奏折也说：“晋省民人，

经营于四方者居多。”

雍正朝《皇清奏议》中载，雍正三年（公元 年），大臣刘于

义在《敬筹晋省积贮疏》中说“：平汾为山西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

蓄。”

《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年）十月己丑条云：

“浑源、榆次二州县，向系富商大贾，不事田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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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没有查到嘉庆朝的记载。

道光二年（公元 年），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

行省议》中断言“：山西号称海内最富。”

年）三月上谕《清宣宗实录》载，道光十一年（公元 “：太

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等处贸易。”

年）十月十三咸丰年间《军录》载，咸丰三年（公元 日，广

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在奏折中介绍晋中一带富庶之况，举例说：
“ 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

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

居，计阖族家资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

数十计。”

与官方文献相互映证的是地方志资料：

明版方志现在为数不多了。但从仅存的《 太原府永乐大典

志》和万历版《太谷县志》看，明末晋中平川几县商业虽已发展，但

还不算很兴盛。其风俗仍以“慕学力田”为主流“，灵秀者亦于贸易

焉（”万历版《太谷县志》）。但进入清初就不同了，清顺治版《云中郡

志》云“：商贾俱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乾隆

版《榆次县志》云“：丈夫勤苦务本，习尚节俭，资商贾，善治生而多

藏蓄。”乾隆版《太谷县志》云“：阳邑于今称繁阜，商贾辐辏，通衢为

陕之狭。”光绪版《平遥县志》则肯定地说“：平遥地当冲要，实为）

通衢，富贾云屯，甲于晋省。”

除官方文献、地方志外，名人笔记、小说触及的晋商资料就更

多了。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戴莲芳的《鹏砭轩质言》、俞樾的

《茶香室续钞》、徐珂的《清稗类钞》都保存了与上述史料相佐证的

晋商资料。

现在，史学界基本公认山西票号是以道光初年，平遥西裕成颜

料店改组日升昌票号始创办的，直至辛亥革命爆发票号纷纷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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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专题性史料，虽尚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但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丰富的。山西经济出版社 年编辑出版了《山西票号

史料》，保存了票号合约、号规、信函、账簿和后人研究论文等大量

原始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祁、太、平三帮票号业发展梗概。

通过以上史料回顾，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晋商滥觞、发迹、鼎

盛、辉煌、衰败的发展轨迹。

滥觞期历史跨度很大，从战国至元末。当时晋商在全国商业活

动中比较活跃，但尚排不到什么位次。不过，说山西有悠久的商业

历史传统则是毫无疑义的。

发迹期起于明代，大约应是弘治至万历年间。从地域看，晋商

发迹晋南蒲州、平阳一带，后扩及晋东南泽州、潞州。至明万历年

间，晋商问鼎全国，开始取得十大商帮之首的位次。

鼎盛期，从明万历年间至清道光初年，晋商一直在全国商界领

先。但在晋商内部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明末至清初，晋商

的中心区域由南向北推进，晋中盆地商人崛起，逐渐超过晋南和晋

东南商人，取得了代表晋商的资格。

辉煌期，从道光初年始至光绪末年，晋中商人创办的票号业，

将晋商带入金融业领域，并一度操纵了全国的金融，创造了中国经

济史上少有的辉煌。

衰败期，从宣统元年（公元 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短短不

足三年时间，山西票号迅速土崩瓦解，晋商也从此一蹶不振，无可

奈何地摘下了全国商帮之首的花环。

研究晋商发展轨迹，有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晋商

会在明中后期问鼎全国？二是为什么晋商中心会发生由晋南向晋

中的转移？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属于晋商兴起原因的延伸。

晋商明代崛起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晋商发祥地

晋南，自古就是河东盐池所在地，有盐这种重要商品可供经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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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地商业要发展，首先产品要有剩余，有可与人

交换之物品。恐怕这是商业发展的最原始动因。第二，一地商业的

发展是和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分不开的。明代我国商品经

济是一个空前的发展期，过去史学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

了全国这样一个大环境，晋商才会有用武之地。不过，这里必须指

出：晋商故乡晋南，在当时并不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的地方，晋商的

成功，不是因为故乡是商业区，而是由于他们走出故土，参与到了

全国商业竞争中去。第三，晋南和晋东南在地理位置上便于参与全

国市场交易。元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

洛阳、开封这条线上，晋南、晋东南属这些中心地的拱卫区，有利于

商业贸易的开展。第四，是人为的和政策的因素。晋南自宋、元以

来，战事较少，社会安定，人口偏多。明初移民，晋南是重点，这就使

晋南人散布到了全国，为晋商外出活动提供了有利的人际条件。再

就是明初开中法的实施，是调动晋南商人外出经商的一个重要动

因。而弘治年间开中“纳粟”改“折色”，又是使晋南商人由边商转内

商的重大促进因素。当然，开中法也好，折色制也罢，都是朝廷向全

国出台的经济政策，不独供山西人享有，可山西人抓住了这个机

遇，这是晋商成功的重要的主观因素。

至于明末清初，晋商中心由南部向中部地区的转移，我认为是

由下列因素促成的。首先，晋中盆地数县地势平坦，适宜农耕，农村

剩余产品较早地转化为商品，为商业的起步创造了条件。但中部一

向缺乏大宗拳头商品，既无盐丝之便，又少煤铁之利，所以在商品

经济的优势发展上比晋南、晋东南相对晚一个节拍。其次，晋中交

通区位优势明显，是晋南、川陕等通往省会太原和京都北京的通

道，但元代以前，政治经济中心偏南，这方面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元

代定都北京，这条交通线就热起来了。到明代全国商品经济大发

展，北京中心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晋中通道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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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明万历以后，晋中有了稳定发展商

业和开发北边贸易的良好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晋中商人走向北边，

走向全国。谈到山西商业发展原因，多数学者重视明初开中法和明

中期折色制对晋商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对晋南商人是比较适

宜的，但加到晋中商人头上就未必准确客观。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晋

中在元末的军阀混战和明中期的蒙古边祸中都是战乱的波及区。

元顺帝至正年间，在镇压元末农民起义中起家的两支军阀索罗帖

木儿和扩廓帖木儿经常为争夺太原而起战争，造成太原附近人民

死的死、逃的逃，幸免于战火的微乎其微。《太原史话》作者郝树侯

先生曾判断说：“现在太原附近各县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明朝以

后从别处迁来，元以前的住户，仅余极少数了。”显然，在这样的环

境中，晋中商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到了明代，海内一宇，本来社

会环境应该安定了，但从明英宗正统年间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北

边一直边患严重。先有瓦剌也先、鞑靼小王子、鞑靼达延汗，后有俺

答汗一直作乱于今雁北和内蒙一带，甚至常常危及京师，发生过

“土木之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先有开中法，后改折色制，也曾断

断续续有过马市的开设，边贸的开市，但在战乱条件下，商业是难

以长久繁荣的。商人怎敢冒着战火从容经营呢？不仅北部边境如

此，就是当时的晋中也每每受到战事骚扰，仅据史料记载：嘉靖二

十年（公元 年）八月，鞑靼曾兵至榆次、太谷。嘉靖二十一年

（公元 年）又入寇介休、祁县。隆庆元年（公元 年）又扰掠

了介休、平遥、太谷。战乱的最南端曾波及隰县，可平阳府一直安然

无恙。所以，明中后期，尽管晋南商人已经遍布全国，晋中仍在一般

的商业水平上徘徊。

造成晋中商业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契机是明万历初年蒙

古俺答汗和明朝的议和。当时，任宰相的张居正主持防务，他力主

议和通市。而此时蒙古贵族恰好也衰弱了，俺答汗也愿和明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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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此北边开始平静 年），俺答汗死后不。万历十年（公元

久，鞑靼分裂，形成内蒙和外蒙。内蒙的科尔沁部、察哈尔部很快被

东北新崛起的满族降服，以后清兵入关，内蒙王公归附清廷，整个

内蒙地区变得十分平静。这是晋商向北边拓展的极好机会，晋中商

人和明代的晋南商人一样，及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进军内蒙市

场，进而涉足对外蒙和俄国的交易，成为清代陆上外贸的一支劲

旅。

晋中商业明末兴起至清初鼎盛，只经历过一场明末农民战争，

但李自成有“抚流亡、通商贾”政策，一般只杀明朝官吏和豪绅，未

对商业造成巨大破坏。尤其是明末一些赴北边贸易的晋中商人，早

与占据东北的清王朝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清初的商业活动，还受到

清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这就更有利于晋中商业的发展了。在安定

平和的社会环境中，晋中商人先赴北边，再下南方，承担了组织南

北贸易的重任，成为全国市场上的活跃分子。他们既为行商，又当

坐贾，把分店遍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山脚下，东海之滨，终于

占据了全国商业魁首地位。

二、奇异的历史交叉

晋中商人在参与全国商业活动的实践中，感悟到汇兑款项和

存贷资金需要而创立 世纪票号，大约是在 年代初，距离资本

第一次鸦片战争，仅 年。从仅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开端 早

历史长河的宏观角度看，这 年仅是历史的一瞬。换句话说：这两

种经济力量乃是同一时期共存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这就构成了反

差强烈的一组历史交叉：一个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中

国社会的生产力要求由简单的商品经济向较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

过渡；另一个是已经过工业革命，处于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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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极需对外殖民扩张，亟想占领中国市场，求得自己生产

力的再发展。这两种力量在发展中的交会，必然处于相互冲突和敌

对的状态，但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若干经济联系。它们各自努力

地、顽强地要在中国近代这一历史领域中发挥自己的影响，这样便

构成了一幅复杂的甚至很难捉摸的经济史画卷。

我试图打开画卷，进一步分析晋商后期染指金融业的发展轨

迹。这里首先有个避不过的问题，就是要回答山西票号的性质问

题。有人认为，票号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具有

进步性。也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封建性的金融机构，是维护封建统

治阶级利益的，具有落后性和保守性。我这里先不忙作结论，但想

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即山西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它是中国生

产力发展之必然产物：它既不姓封，也不姓资，但它在外国资本主

义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不能不走一条崎岖曲

折的路。

仅就金融业的发端做比较，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差距太大了。

年，就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威尼斯银行 算比较出现于 标准的适

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格兰银行也早在 年就产生了，而中

国的 年左右才诞生，相差近两个世纪。当然，在中国商票号到

品经济发展中，早就产生过汇兑现象，唐之飞钱、宋之便换、明之会

票，可谓屡见不鲜。不过，开展汇兑和汇兑专门机构的成立是两码

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票号，出现得太晚了，这是中国生产力

水平落后的一个集中表现。

当西方殖民者试图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晋商正在中国市场

上驰骋纵横、春风得意，因此，大本营深蛰内陆的晋商较早地就和

外国殖民势力发生了接触。还在嘉庆年间，西方殖民者贩来的鸦片

已经比较广泛地流毒晋商故里了。民国版《太谷县志》保存着嘉庆

二十二年（公元 年）太谷知县陈履和率领商民到城隍庙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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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贩鸦片入境的碑文，陈履和沉痛地指出：在他嘉庆二十一年（公

元 年）来到太谷上任时就“风闻此邦愚民喜食鸦片”，他要求

“自今以往凡吾县中商民，往闽广苏杭置货之人，誓不兴贩鸦片烟

一丝一毫入我太谷，害我百姓”。足见当时太谷烟毒已相当严重。此

外，当时晋中平川流行“广货”输入。这广货中实际包括着大量的洋

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票号一诞生，就和西方殖民者

不陌生。因为，票号是晋商经营起来的。晋商在票号产生前已和外

商频频交往，票号产生后又陆续在沿海大城市设庄，这就造成了票

商和外商的接触机会，只不过二者接触的范围和深度尚有一个由

浅入深的过程罢了。

很明显：山西票号的发展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是逆向而行的。

山西票号的设庄是先北后南，一开始南方较少，逐渐多起来，逐步

地向沿海、边疆和国外扩展。而西方殖民者是先东南沿海，后北部

沿海，再内地，逐步深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只确

定了五口通商。这五口都在东南沿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殖

民者的触角才伸到北方来。就票商的故乡山西而言 月，年，

驻天津的英国宝顺洋行才首次贩布匹到榆次销售，此乃洋行入晋

之始。此后 年间，洋行在晋的活动范围也仅及太原附近的几个

县，对山西工商业的发展均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至于和山西票号

直接有利益冲突及业务联系的国外金融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

也只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开设银行，北方尚无一家外国银行出

世纪四五十年代里，山西票号的祁、现。而在同一时间，即 太、平

三帮正处于上升期，各票庄正从北方城市向南方城市逐步推进之

中。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是由山西票号充任着主角，这是毫无疑

问的。

发生于 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山西票商们来

说，既是灾难，又是幸运；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战争造成了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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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分庄的收缩和裁撤，对票号业务的发展无疑是重大的阻碍。但

由于战争造成交通阻断，又为票号承办京饷汇兑业务创造了机会，

这不仅扩大了票庄的业务范围，而且使票庄和清政府及大员之间

建立起较紧密的联系，为票号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

有趣的是，正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山西票商看到国

内政治趋于稳定，上海的国内、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日益稳固，才由

苏州进军上海的。这就造成了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的一次正面交

锋和相互竞争。在票号未进入上海之前，上海的金融市场，除了外

国银行势力外，当地的金融组织叫钱庄，原只是经营不同货币的兑

年，上海钱庄才开始放款。票号进军上海后，换业务。 外国银

行、钱庄、票号便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争斗。开始，三方金融机构各有

分工“。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

事，票号任之。（”见《上海金融组织概 页 ）要

但不久，钱庄首先败下阵来，它不能适应华商对借贷的需求，

只好向票号和外国银行贷款，开始充当外商银行买办的角色。外商

银行则逐渐渗透到华商中来。进一步争斗下去，到 世纪八九十

年代，钱庄的力量又有所壮大，外国银行势力向内地延伸，票号独

占国内埠际间汇兑的局面则被打破了，在上海的这场竞争中票号

走上了陡坡路。

就全国情况而言，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票号稳固地占据中

国金融市场的时期。不仅山西票商们在全国异常活跃，而且从

年起，南方商人效法山西票商也开起票庄来，大名鼎鼎的红

顶商人胡雪岩就是此时参加票商队伍的。这一时期，不论山西票

号，还是南帮票号，他们的业务都开展得红红火火。他们承担起向

全国各地商号、钱庄的存、放款业务，间或也向小手工业者借贷。伴

随着他们金融势力的扩大，和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除汇兑

京饷外，票号也承办政府征讨边乱的军需供应等“协饷”，还为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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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省借垫各种名目的款项及关税，甚至帮助政府汇兑河工经费、

代放赈款等。正是这种与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的经济往来，给

人们造成了票号是专为腐朽的清政府服务的误解。其实，山西票号

并不是在清政府支持和操纵下成立的金融组织，就是票号汇兑“京

饷”，清政府也几次禁止过。它长期和清政府处于难舍难分的复杂

多变的状态下。在清政府国家银行成立以前，票号身处封建王朝统

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不为政府提供服务。但它的日常的大量业务，

还是面对民间面向全国工商业的，它实实在在是受中国商品经济

发展所推动的。武断地给它戴上没落的封建经济组织的帽子是不

够公允的。

世纪 年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和镇压太平天国农

民起义的过程中，清廷封建官僚中涌现出一批向西方学习、兴办近

代工业的洋务派。不管他们办洋务的初衷是什么，近代中国机器工

业是从他们手中创始的。洋务派一开始主要靠清政府拨款兴办军

事工业，其金融业务自然也无须山西票号染指。但在政府经费没有

解到，而又急需用款的时候，它也不得不临时让票号借垫一下，如

年）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自同治五年（公元 创办后的 多年

中，就曾多次向票号借款。到 年代，洋务派转营民用世纪了

工业后，应该说票号为洋务派筹措和调度资金的机会就更多了。但

综观票号对“洋务运动”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

笔者曾查到三笔票号与洋务派的业务： 年，福州船政局因支

付法国 万两；技师回国时的奖金和路费向福州票号借款

年，李鸿章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

年福州船政局为还英汇丰银行贷款而向“新泰厚”等票号挪

贷。从这三笔业务情况看，都不是什么票号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

和鼎力支持，洋务派也没有把票号作为自己金融上的主要后盾。因

此，票号并未能直接参与洋务运动，未能及时投入到创办近代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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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潮流中去。

需要指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在票号业务蒸蒸日上明的是，

的时候，西 年开始，方列强的经济魔爪也日益向内地延伸。从

已经深入到山西票商故里的外国商人不仅推销洋货，而且经办起

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外销业务。同晋商长期发展陆上出口贸易

恰克图贸易的俄商，仗着《中俄北京条约》给予的特权，也在北

方贸易中占明显的压倒优势。这样，山西票号自然和西方列强的经

济往来越来越多，票号担负了中、外货币兑换和国内外货币资金汇

兑等业务。他们当然会感受到外国经济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但就

票号的总业务量和一存一贷、一兑一付之间尚无明显地感受到什

么压力。而且从 年起，票号介入到为清政府偿付外债的汇兑

活动中，反而从中扩大了业务量，得到了实惠。外国商人也由于外

商银行尚未广泛地进入内地而把票号视为不可替代的中国银行

业。山西票号在当时的名声确实是中外皆知，汇通天下，异常显赫！

世纪进入 年代，山西票号首先经受了第一次全国金融

风潮的冲击，那是由著名南帮票号阜康的倒闭而引起的。阜康是红

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票号。 年胡雪岩从事生丝投机，因受外

商抑价而破产。这给整个票号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山西各票号自然

普遍波及， 年后才但当时山西票号倒闭的仅谦吉升一家，到

又出现了元丰玖的倒闭。就是说，山西票帮在这次冲击波中基本上

都挺过来了，并未伤着元气。不过， 世纪 年代对票号来讲已

是危机四伏，不仅胡雪岩的破产是中外经济较量中的一次重大失

败，上述票号在上海与外商银行的斗法中也渐渐失去了埠际汇兑

的优势，而且新兴的近代通讯和交通业的发展也对票号构成了潜

在的威胁。

光绪四年，即公元 年，清政府聘用的英人总税务司赫德

创办近代邮政； 年，李鸿章招用丹麦人试办天津、大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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